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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使用 2005—2019年中国 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五大发展理念出发，相对全面地构建

综合指标测算经济发展质量，借助实证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其区域和子系统的异质性，并

从科技创新投入的调节门槛效应视角探究了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有显著的积极影

响，但存在区域和五个子系统之间的异质性，环境规制的正向作用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显著，在创新、协调和开放

子系统显著；科技创新投入具有调节和门槛作用，科技创新投入会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并通过

各个子系统使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呈正向作用显著、负向作用不显著的“倒U型”关系，该效应也在一定

程度上解释了区域异质性。为此，建议加快补足环境规制价格手段的缺位，在实施环境规制时，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发

展差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鼓励加大和优化科技创新投入，提高基础研究和基础应用研究的投入比重，进一步完

善创新制度和市场环境，出台激励性财税金融政策，激发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对

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联动效应，推行区域协同治理环境和协调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环境污染防治的同时，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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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日趋严峻，人们的环境意识开始觉醒，各国政府

结合国情加大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的初衷是通过约束经济活动主体污染公共环境的各种行为，达到

减轻污染、改善环境的目的。实践和研究均表明环境规制可以推动产业绿色低碳化，提升经济发展

质量。但目前我国还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仍处于上升期，环境规制

不可避免地与部分发展目标发生冲突。环境规制力度、区域发展阶段和模式、资源禀赋的差异，也使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目标的冲突具有区域异质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高质量

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所谓高质量发展，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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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而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何立峰，2018）。为此，本文从新发展

理念出发构建衡量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指标，就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

性开展研究。

环境规制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保证。“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可以激励科技创新，科技

创新是平衡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路径。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有利于增强环境规制对经济

发展质量的正向作用，但科技创新投入强度不仅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而且受投入要素边际报

酬递减规律约束，科技创新投入的增加可能会“过犹不及”，不一定总能缓解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

量的冲突。为此，本文从科技创新投入的调节门槛效应角度，分析环境规制、科技创新投入与经济发

展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探究科技创新投入在缓解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矛盾中的作用。

20世纪 7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环境规制与经济发

展质量的相关研究随之兴起。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关于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促进作用也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和重点。本文着重梳理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和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

质量影响的相关文献。

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使用单一指标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衡量

（Solow，1957；Zhang et al.，2021）或使用综合指标体系进行衡量。总的说来，党的十九大以前的研究

较少探讨经济发展质量问题，曲振涛等（2003）从影响经济运行质量的各种因素入手讨论了经济质量

问题，但没有给出具体的评估指标，钞小静、惠康（2009）认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包含与

被包含关系，从结构、稳定性、福利分配以及资源环境出发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评估指标（钞小静、任

保平，201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以来，许多学者以高质量内涵为基础，对经济发展质

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诸多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把握住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质”的问题，还

考虑到了“量”的不可或缺，而且加入了评估经济效益与稳定增长的相关指标。张云云等（2019）从经

济效益、创新发展、人民生活、可持续发展等维度构建指标，马茹等（2019）认为高质量发展应坚持更

高层次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入了对外开放维度指标，吴志军、梁晴（2020）又进一步完善了医疗和

社保等社会福利相关指标。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等单一指标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无法反映要

素配置效率（魏敏、李书昊，2018），因此本文选择构建综合指标测度体系改善这一不足。

关于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首先是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影响。当前国内

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观点大致有，一是基于静态视角的“遵循成本说”，认为环境规制会降低经

济发展质量。环境规制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主要出现在早期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如Ryan（2012）研

究发现美国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导致水泥行业沉没成本增加，低进入率也使整体福利降低。

Thornton et al.（2008）发现要求私营小卡车运输公司淘汰污染严重的车辆会使这些公司的成本成倍

增加，最终影响经济发展，并带来政治问题。二是基于动态视角的“波特假说”（Porter and Van der
Linde，1995），认为环境规制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不仅

能弥补“遵循成本”，还可以通过创新效应，长期实现生产技术进步（张成等，2011），提升经济发展质

量（Li et al.，2021）。三是基于“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说”，认为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存

在“拐点”，两者之间呈“U型”（Wu et al.，2020）、“倒U型”（Wang and Shen，2016）或“多拐点”（靳亚阁、

常蕊，2016）关系。此外，一些研究将“波特假说”与“库兹涅茨曲线”相联系，认为从总体上看环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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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显著促进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但该显著性存在“门槛效应”。何兴邦（2018）认为只有越过门槛

值，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才能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而王群勇、陆凤芝（2018）则认为环境规制强

度低于门槛值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显著。由于各研究选择的经济发展质量与环境规制强度的

衡量指标不同，得到的结论也有所不同。

其次是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机制研究。学者们从技术创新（Zhou et al.，2020）、产业结

构（林秀梅、关帅，2020）、城乡收入差距（Yu et al.，2021；包彤，2022）、环境污染改善（Zhou et al.，
2019）、对外开放（Wang et al.，2016）、社会福利与就业（张同斌等，2017；Cao et al.，2017）等角度探讨

了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五大子系统的影响，并发现规制种类（Iraldo et al.，2011）、企业（金晓

雨、宋嘉颖，2020）与地区（Feng et al.，2019）等客观条件会影响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效果，使其

产生异质性。但对异质性存在的原因大多是定性分析，缺乏数据支撑与深度研究。现有文献表明

“创新补偿效应”是环境规制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科技创新投入直接提高创新产出，其强度影响绿

色创新产出效率（王惠等，2016），而创新产出在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中发挥了中介作用（Sun
et al.，2021），这使得科技创新投入可以影响环境规制效果，并使其出现异质性。学者们进而研究了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投入与经济发展质量三者间的联系。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时，科技创新投入

和环境规制存在协同效应（上官绪明、葛斌华，2020），科技创新投入可以增强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正向影响（Liu et al.，202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但在科技创新投入与

环境规制的相互作用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Jin et al.，2019）。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投入对

环境规制改善经济发展质量效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同时科技创新投入作为投入要素受到边际报

酬递减规律的约束，并不总能促进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因此单一的正向或负向调节作用不足以全

面分析科技创新投入对环境规制效应的影响，需要具体探究这一调节作用，但鲜有文献研究了这

一点。

综上，已有文献中关于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具有以下特征与不足：首先，较多文

献使用省级或单一城市群数据，但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差异大于城市群差异和省域间差异（冯长春等，

2015），不同城市在环境治理政策实施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张志强，2017），省级和单一城市群数据

不足以体现异质性；其次，地级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构建有待完善；再次，近年来关于环境规制与

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正向、负向以及非线性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不少学者发现环境规制的经济发

展质量改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科技创新投入对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质量有一定作用，但少有

文献从探究环境规制的经济质量改善效应、区域异质性与科技创新投入三者之间的联系出发，来阐

明科技创新投入对环境规制效应的作用。

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以下拓展：第一，研究数据上，使用 2005-2019年全国 269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进行研究①，为异质性问题的讨论提供更多样本支持。第二，经济发展质量指标

上，相对全面地构建了综合指标衡量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缓解了单一指标的片面性与局限性。第三，

区域异质性问题上，结合地区发展状况与科技创新投入水平，分析了区域异质性存在的原因，为因地

制宜实施环境规制、优化科技创新投入结构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第四，研究视角上，从科技创新投

① 2011年撤销巢湖市，新增毕节市与铜仁市，2013年新增海东市，2019年撤销莱芜市，剔除了以上城市。由于数据缺失，剔除

了西藏、香港、澳门、台湾，青海、宁夏、新疆。保留了省会城市，甘肃保留了兰州市与酒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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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调节门槛效应视角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科技创新投入与经济发展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视角，对我国统筹环境污染防治、创新驱动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探索具有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与区域异质性

“遵循成本说”从静态视角出发，认为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降低经济发展质量。环境规

制造成企业环境成本增加，降低企业利润，挤出对研发等部门投入，影响清洁产品研发进程，降低资

源配置效率，产业转型升级进度变缓。此外，“成本效应”还会抑制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Shan and
Wang，2019），成本增加，产品价格上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随之下降。但从动态视角来看，“波特

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适当的环境规制倒逼企业创新，

为了提高竞争力，实现长远发展，研发部门会加快清洁产品研发，提升资源利用率，这些行为可以减

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改善发展质量。该过程还会增加对不同类型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就业，生

产出的高技术产品在市场上也会更有竞争力。

综上，当“创新补偿效应”大于“成本效应”时，环境规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

积极影响。首先，我国作为实施环境规制的后发国家，环境规制初期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施

松紧有度的环境规制，并依靠我国政府的执行力，在政府强制下得以快速推行，使其更充分发挥“创

新补偿效应”，降低“成本效应”，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其次，改革开放后我国采用自主可控的

渐进主义经济转轨模式，在该模式下，我国进行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治理转型可以促进创新

激励机制的建立、集聚创新要素和提高创新效率（杜龙政等，2019），推动环境规制持续发挥“创新补

偿效应”，在长期也产生积极影响。因此环境规制在短期和长期都可能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但

因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力度、政绩考核重点不同，加上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环境规

制对各地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效应不同。第一，现行管理体制下，环境规制的实施会受到地方政府

行为的影响，而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的偏好又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绩考核有关（韩超等，2021）。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环境保护需求较大，实施环境规制，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动机更强烈，也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受“GDP锦标赛”和“晋升竞标赛”的

考核压力影响，地方政府可能与污染企业“合谋”，增加环境规制实施难度。第二，产业结构单一，以

资源型产业为主导，对资源依赖性强的地区，实施环境规制的动力不足。特别是资源型城市，其资源

禀赋的提高会阻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李虹、邹庆，2018），弱化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基于此本文提

出假设1。
假设1：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上有正向影响，但存在区域异质性。

（二）环境规制对五大子系统的影响

1.环境规制对创新发展的作用路径

一方面，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污染治理成本，限制企业污染性产品的生产，进而影响企业利润。

根据“挤出效应”，环境规制会使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为维持产出与利润水平，企业会挤占在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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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资金投入，对技术创新造成挤出效应。另一方面，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倒逼效应”促使企

业进行创新。企业为了减轻环境规制对利润的冲击，会重新配置资源，将更多要素投入到设备、工艺

与产品等部门进行创新，以提高自身竞争力。

2.环境规制对协调发展的作用路径

正式和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不同路径影响产业结构（秦炳涛等，2021），正式环境规制下，

污染密集产业转移的成本低于创新成本时，在“产业转移效应”作用下会转移到环境规制低的地区，实

现部分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但也阻碍了被转移地区的产业转型。此外，高环境规制通过“进入壁垒效

应”提高进入壁垒，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企业，使要素流向清洁企业。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消费结构效

应”影响产业结构，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会使其增加对清洁产品的需求，促使生产结构发生调整。同

时，环境规制也会通过“环境—经济效应”，以经济效率和经济结构为中介影响城乡收入（包彤，2022）。
3.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的作用路径

环境规制的目的与绿色发展的本质相同，环境规制可以促进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型升级，改善

环境，通过对环境的“改善效应”促进绿色发展。但我国环境规制措施以收费为主，排污费过低无法

达到限制排污的目的，价格手段的长期缺位不利于改善环境（张俊，2016）。此外，环境规制的“逐底

竞争”和“污染避难所效应”也会阻碍绿色转型进程。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为了经

济增长，往往会降低环境规制力度，出现地方间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环境

规制力度相对较大，地区间环境规制水平的差异会引起“污染避难所效应”，高污染企业的跨地迁移

不利于迁入地的绿色发展（金刚、沈坤荣，2018）。

4.环境规制对开放发展的作用路径

企业为降低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增加，会提高产品价格，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上

升的产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竞争力会下降，对外贸易减少，环境规制通过“成本效应”降低开放发

展质量。同时，环境规制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也影响开放发展，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环境标准较高国

家的高污染产业会转移到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Walter and Ugelow，1979）。我国实行环境规制会使

部分外商投资转移到其他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降低外商投资，但环境规制也会使我国的高污染产

业转移到国外，增加对外投资。

5.环境规制对共享发展的作用路径

环境规制可以通过“税收效应”影响共享发展。我国当前的环境规制以费用型环境规制为主，环

境规制可以为政府带来税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用于公共事业建设，加快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但根据税收经济理论，征收环境税会对经济活动产生抑制作用，造成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提

高环境规制会降低社会福利（张同斌等，2017）。

综上，五大子系统虽然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但各有侧重，且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发展规划，

环境规制更多从全局的高度推动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不一定对各系统都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本文

提出假设2。
假设2：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的作用不一，无法兼顾所有子系统的高质量发展。

（三）科技创新投入的门槛调节作用

现有研究认为“波特假说”中的“创新补偿效应”是环境规制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路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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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和企业科技投入相比，政府科技投入对科技创新的贡献最大（俞立平，2015），但受边际报酬

递减规律影响，过高或过低的政府科技创新投入都会制约科研产出（张宝生等，2021）。政府科技创

新投入还可以带动其他主体的科技创新投入，但带动作用也存在递减规律，政府科技拨款资助对企

业自主R&D活动的刺激效果在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会开始下降（朱平芳、徐伟民，2003），过高的资助

率也会降低企业对高校的委托水平（施定国等，2009）。而且政府科技创新投入规模过大会导致投入

要素的低效率，对其它资源的挤出又会进一步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

的正向影响，各地区科技创新投入水平不一定会带来环境规制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因此，我国政府

科技创新投入如何影响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积极作用是本文的关注点之一，以此为基础，本

文提出假设3。
假设 3：政府科技创新投入会调节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使其具有门槛效应，过

高的科技创新投入水平不利于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在环境规制对五大子系统的影响方面，科技创新投入也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对于创新子系

统，增加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可以弥补环境规制的“挤出效应”，企业对于政府援助资金的使用受一定

监管，相对规范，但也易受到创新投入结构失衡和产出效率低下的制约；对于协调子系统，科技创新

投入可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进程，并且提高经济效率，缓解”环境—经济效应”造成的城乡结构失衡，

但过高的科技支出也可能会挤出城乡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不利于城乡协调发展；对于绿色子系统，

科技创新投入可以加快清洁生产技术研发进程，改善环境，但在非绿色技术方面的创新研发可能消

耗大量资源，造成环境污染；对于开放子系统，科技创新投入可以强化国外引进技术的“溢出效应”，

技术含量更高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也更有竞争力，降低环境规制给产品造成的“成本效应”，但政府

科技创新投入可能会使企业倾向于本国产品创新以满足需求，降低了国际贸易，也降低了寻找“污染

避难所”的动力；对于共享子系统，科技创新投入可以加快信息时代变革，丰富医疗教育交通等资源

共享渠道，但同样也可能会挤出公共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不利于环境规制发挥“税收效应”。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被解释变量

在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前，本文先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估指标，并以之将被解释

变量即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进行量化。

本文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出发，参考已有研究中经济质量综合指标的构建

方法（钞小静、任保平，2011；魏敏、李书昊，2018；吴志军、梁晴，2020；欧进锋等，2020），并考虑数据的

可得性，选取表1中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

计算得到每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①。本文使用熵值法对城市指标数据进行客观赋权，同时为

消除不同测度指标在单位和量纲方面的不一致性，需要对各项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

当指标为正向指标时，

①为方便比较，将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得分乘100处理，由于篇幅原因，城市具体年份综合得分数据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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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j = Xij − min (Xj)
max ( )Xj − min (Xj)

（1）

当指标为负向指标时，

Yij = max ( )Xj − Xij

max ( )Xj − min (Xj)
（2）

其中，Xij和Yij分别表示标准化前和标准化后第 i个方案的第 j项指标数据。

表1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

一级指标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二级指标

人均专利拥有量

劳动生产率

城乡协调

产业结构协调

污水处理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货物进出口

对外依存度

旅游开放

文化共享

医疗共享

社会保障

交通出行

指标说明

专利申请授权数/年末人口数

GDP/从业人口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
/
/
/

货物进出口总额/GDP
实际利用外资/GDP
国际旅游收入/GDP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年末人口数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

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年末人口数

年末实有公共汽（电）车营运数/年末人口数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二）核心解释变量

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十分丰富，但是地级市环境规制强度的测量比较困难，尚未形成统一的衡

量标准。由于大部分城市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统计口径从 2008年开始发生较大变化（韩超等，

2016），并且我国环境考核体系的主要指标就是排放量的减少，虽然环境质量和舒适度等的提升是环

境规制的最终目标，但该目标的影响因素过于复杂，不如以减排量作为考核目标更为清晰，政府进行

环境治理也要盯紧污染物排放量，所以使用排放量衡量环境规制更为准确（张文彬等，2010）。基于

此，本文参考朱平芳等（2011）基于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量衡量环境规制的研究，构建如下指标：

PXij = Pij

1
n∑s = 1

n Pis

,i = 1,2,3 （3）

PXj = 13 (PX1j + PX2j + PX3j)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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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j = 1
PXj

（5）

其中，Pij是城市 j第 i种污染物的单位工业生产总值排放量，
1
n∑s = 1

n Pis是全国所有城市第 i种污染

物单位工业生产总值排放量的平均值，PXj是城市 j的单位工业生产总值污染物排放量无量纲结果的

加总平均，使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来衡量污染物排放

量。ERj是PXj的倒数，ERj的值越大，说明城市 j的环境规制强度越大。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取对数

处理。

（三）调节门槛变量与控制变量

表2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经济发展质量（QUA）
环境规制（ER）

科技创新投入（ISTI）
金融发展水平（FDL）
基础建设水平（IL）
信息化水平（INFO）

产业结构（IS）
能源结构（ES）

单位

/
/
%

万元/人
平方米/人
十万户

%
%

样本数

4035
4035
4035
4035
4035
4035
4035
4035

均值

10.2620
0.3343
1.4090
0.7008
4.3085
1.4035
47.6632
80.0031

标准差

7.3889
0.8174
1.4806
1.1219
5.7935
1.1531
10.4503
15.3513

最小值

2.1691
-3.3573
0.0265
-2.0814
0.1812
-6.0469
10.6800
3.7665

最大值

79.4162
7.6774
20.6835
4.4031
73.0424
6.2488
85.9200
99.8034

科技创新投入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必要支出，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将科技创新投入作为调节变量

与门槛变量，本文主要研究政府创新投入，使用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财政预算支出比重衡量科技创

新投入（鲁元平等，2018）。同时参考现有研究，选取金融发展水平、基础建设水平、信息化水平、产业

结构和能源结构等作为控制变量。其中，金融发展为资本转移提供手段，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使用

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数衡量（陈诗一、陈登科，2018）；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和地区生存发展的根

本保证，使用人均城市道路面积衡量；信息化是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使用国际互联网用

户数对数衡量（上官绪明、葛斌华，2020）；产业与能源消费结构体现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使用第二产

业增加值占比与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衡量（周肖肖等，2015）。但地级市未直接给出能源

消费总量与煤炭消费量，结合地级市公布数据，本文使用任晓松等（2020）提到的天然气、液化石油

气、全社会用电量三类能源的消费量估计能源消费总量，同时我国的电力行业是煤炭主要消耗行业，

所以使用全社会用电量能源消费量估计煤炭消费量。

本文选择 2005—2019年我国 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进行研究，将相关指标以 2005年为

基期进行价格平减。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统计公报等，各

市专利申请授权数来自CNRDS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对个别缺失数据，本文使用线性拟合法进

行补充，表2是对所选取变量的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四）模型构建

基于上文理论分析，梳理已有文献，本文先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来考察环境规制对经济质量

··149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投入与经济发展质量——来自中国地级市层面的证据

的影响：

QUAit = β0 + β1ERit + β2Xit + εit （6）
其中，QUAit表示第 i个地区第 t年的被解释变量经济发展质量，ERit表示第 i个地区第 t年的核心

解释变量环境规制，Xit表示第 i个地区第 t年的各个控制变量。β0表示常数项，β1与β2分别表示核心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基本回归

表3 基本回归及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ER

ISTI

FDL

IL

INFO

IS

ES

常数项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观测值

R2

全国

0.6005***
（0.1344）
-0.3950***
（0.1509）
1.6165***
（0.5561）
-0.0193

（0.1222）
0.9586***
（0.2590）
0.0180

（0.0155）
0.0102

（0.0079）
10.1772***
（1.1042）

控制

控制

4035
0.3682

东部

0.4847**
（0.2172）
-0.6349**
（0.2769）
2.1346

（1.4259）
0.0200

（0.1790）
0.8260**

（0.4036）
0.0346

（0.0490）
0.0082

（0.0124）
13.3970***
（3.3971）

控制

控制

1290
0.5822

中部

0.3721**
（0.1701）
-0.0682

（0.0796）
1.6982***
（0.6219）
0.0234

（0.1049）
0.4697*

（0.2576）
0.0038

（0.0178）
0.0015

（0.0072）
9.2324***
（1.1476）

控制

控制

1200
0.3973

东北

0.4585
（0.4542）
0.3087

（0.3252）
-0.1288

（0.5928）
-0.0176

（0.0670）
1.0726**

（0.5153）
-0.0639*

（0.0324）
0.0188

（0.0231）
11.6294***
（2.5576）

控制

控制

510
0.5054

西部

0.2901**
（0.1395）
-0.3374

（0.2027）
1.5765

（1.0416）
-0.0944*

（0.0478）
0.2565

（0.2103）
-0.0247

（0.0270）
-0.0027

（0.0121）
10.8818***
（1.5502）

控制

控制

1035
0.1320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首先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影响①。Hausman检验的 p值为 0.0000，使用固定效应

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3第 2列。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为 0.6005，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环

境规制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上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每增加 1%，经济发展质量增加

0.6005个单位，假设1前半部分得到验证。

①环境规制的系数在OLS模型、地区固定模型和无控制变量模型中均显著为正，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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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环境规制对子系统的回归结果

变量

ER

ISTI

FDL

IL

INFO

IS

ES

常数项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观测值

R2

创新

0.0497*
（0.0272）
0.1026***
（0.0349）
0.3423***
（0.1092）
0.0343*

（0.0200）
0.0130

（0.0381）
-0.0095**
（0.0044）
0.0026*

（0.0014）
0.9580***
（0.2392）

控制

控制

4035
0.2004

协调

0.0163*
（0.0083）
0.0131*

（0.0077）
0.0235

（0.0264）
-0.0027

（0.0031）
0.0215**

（0.0104）
-0.0161***
（0.0010）
0.0001

（0.0005）
1.9800***
（0.0597）

控制

控制

4035
0.7754

绿色

0.0458
（0.0350）
-0.1422***
（0.0260）
-0.0865

（0.0950）
-0.0169

（0.0077）
0.1401***
（0.0402）
0.0196***
（0.0041）
0.0041**

（0.0019）
2.2241***
（0.2222）

控制

控制

4035
0.7814

开放

0.4284***
（0.1241）
-0.4016***
（0.1367）
1.0512**

（0.4817）
-0.0955

（0.0833）
0.6812***
（0.2016）
0.0198

（0.0141）
0.0041

（0.0065）
2.8109***
（0.8953）

控制

控制

4035
0.1764

共享

0.0603
（0.0390）
0.0316

（0.0373）
0.2860**

（0.1168）
0.0616**

（0.0290）
0.1029**

（0.0491）
0.0042

（0.0029）
-0.0007

（0.0019）
2.2043***
（0.2202）

控制

控制

4035
0.1554

（二）异质性检验

为探究环境规制对经济质量的影响是否具有区域异质性，本文对我国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

大区域进行回归①，回归结果汇报于表 3第 3-6列。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系数均显

著为正，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系数不显著，说明环境规制虽然对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质量有积极作用，

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假设 1后半部分得到验证。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增长水平较高，工

业化发展较成熟，实施环境规制时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目前

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基础好且具有一定区位优势，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与环境治理符合工业化中

后期阶段的发展需求；西部地区工业化起步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对较低，但“一带一路”政策的推

进使其资源逐渐被合理规划利用，进行环境治理能让环境恶劣地区也得到改善发展。东北地区作为

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单一，有许多资源枯竭型城市，环境规制的执行大多是污染治理，即使通过环

境规制可以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与老工业基地的深化改革升级，使其资源环境衰竭情况得到一定缓

解，也会使经济受到巨大冲击。

（三）环境规制对五大子系统的影响

接着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五大子系统的影响，回归结果汇报于表4，环境规制没有显

著提高所有子系统的发展质量，假设 2得到验证。环境规制显著且正向地影响了创新、协调和开放

①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以及党的十六大报

告精神，将文中 30个省（区、市）划分为四大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

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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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子系统。这表明，第一，我国环境规制更多地通过“倒逼效应”激励了创新，企业为了长期利益选

择将成本用于技术研发而不是支付环境税。第二，我国环境规制下的“产业转移效应”实现了转移产

业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虽然被转移地区的产业转型进程会减缓，但这些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较低，转

移来的产业可以拉动经济，使这些地区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城乡建设，企业雇佣农村劳动力也可以使

农村居民获得更高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第三，当前我国庞大市场、成熟的营商环境对外商投资引力

不断增强，实施环境规制使本土高污染企业通过“污染避难所假说”转移到其它环境规制宽松国家，

对外投资增加。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使贸易品受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影响较小，环

境规制总体上对提升开放系统质量有积极作用。

（四）科技创新视角下的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

1.调节效应

以上回归结果说明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正向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图 2到图 5反映

出我国四大区域科技创新投入水平的差异性。科技创新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励技术创新，环境

规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图1 全国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投入散点图

图2 东部科技创新投入散点图 图3 中部科技创新投入散点图

图4 东北科技创新投入散点图 图5 西部科技创新投入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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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认为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区域异质性与科技创新投入有关，并且科技创新投入对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但由于投入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且表 3第 2列科

技创新投入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科技创新投入对经济发展质量有一定的负向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

探究科技创新投入对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在式（6）中加入环境规制的对数与科技创新投入的对数

去中心化处理后的交互项ER × ISTI（Robinson and Schumacker，2009），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QUAit = β0 + β1ERit + β2ERit × ISTIit + β3Xit + 固定效应 + εit （7）
其中，ERit × ISTIit表示第 i个地区第 t年的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投入交互项，β2表示交互项的系

数，β3表示控制变量的系数，其余变量及符号与之前模型相同。

得到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投入交互项的系数显著，说明科技创

新投入对环境规制的经济发展质量效应有调节作用，假设 3前半部分得到验证。并且交互项系数

为-0.2304，显著为负，科技创新投入负向调节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2.调节效应的内生性检验

（1）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存在内生性，即使本文通过构建综合指标对两者进行了衡量，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测量误差，又添加控制变量缓解遗漏变量问题，但环境规制与经济质量之间仍存在

反向因果关系。经济发展质量会影响环境规制，当经济发展质量较高时，政府和企业有可能会放宽

环境规制，也有可能为维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或满足环境政策要求，提高环境规制。

为缓解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政府环境治理变量作为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并借鉴

Chen et al.（2018）的方法，使用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相关词汇所在句子字数与全文字数之比来衡量

政府环境治理。其中环境相关词汇选择的是环境、能耗、污染、减排、环保。同时由于下级政府行为

一般难以直接影响上级政府（陈诗一、陈登科，2018），但省级政府工作报告无法反映省内市级政府环

境规制的差异，本文选择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词句比重与市级工业增加值占比的交互项衡量政

府环境治理。选择政府环境治理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第一，政府环境治理通过影响当期环境规制

来影响当期经济发展质量；第二，政府工作报告汇报时间为每年年初，当期经济发展质量无法对其制

造成反向影响，能避免反向因果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经济质量进行回归得到表 5第 3-5列的回归结果。Kleibergen-Paap
rk LM检验的 p值为 0.0036，强烈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第一阶段回归中的F统计量大于

经验值10，强烈拒绝弱工具变量原假设，说明所选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从回归结果来看，第一阶段回

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工具变量与环境规制显著正相关，政府环境治理显著增加了环境规制强度。第

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投入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科技创新投入与环境规制的交

互作用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负向影响，科技创新投入负向调节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2）系统GMM法。

由于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可能是一个动态积累的过程，本文引入经济发展质量滞后一期，构建

动态模型进行系统GMM估计。系统GMM也可以修正测量误差、遗漏变量与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得

到回归结果如表 5最后一列所示。AR（1）的 p值为 0.010，AR（2）的 p值为 0.378，表示存在一阶自相

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通过AB检验。Sargan检验的 p值为 0.642，Hansen检验的 p值为 0.896，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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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通过检验。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投入交互项的系数为-0.9163，显著

为负，同样说明科技创新投入对环境规制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①。

表5 调节效应和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L.QUA

ER

ER×ISTI

ISTI

FDL

IL

INFO

IS

ES

GER

GER×ISTI

常数项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观测值

R2

调节效应

0.5859***
（0.1268）
-0.2304***
（0.0784）
-0.3589**
（0.1445）
1.6548***
（0.5568）
-0.0258

（0.1186）
0.9227***
（0.2588）
0.0120

（0.0153）
0.0106

（0.0079）

10.4894***
（2.0955）

控制

控制

4035
0.3711

2SLS
ER

-0.0088
（0.0096）
0.1815***
（0.0427）
-0.0070*

（0.0041）
0.0375*

（0.0218）
0.0168***
（0.0017）
0.0002

（0.0009）
0.0056***
（0.0017）
-0.0004

（0.0016）
1.1182***
（0.1327）

控制

控制

4035
0.7743

ER×ISTI

0.1296***
（0.0347）
0.1964***
（0.0705）
-0.0288

（0.0184）
-0.1389***
（0.0400）
-0.0236***
（0.2761）
0.0019

（0.0012）
-0.0017

（0.0021）
0.0133***
（0.0031）
2.3703***
（0.2761）

0.4888

QUA

2.4452*
（1.2569）
-2.5629***
（0.6597）
0.0193

（0.1360）
1.6931***
（0.3995）
-0.0769

（0.0621）
0.4591**

（0.2129）
-0.0859***
（0.0314）
0.0144**

（0.0059）

32.3538***
（2.6889）

0.8741

系统GMM

-0.0545
（0.6329）
-0.2712

（0.7204）
-0.9163*
（0.4926）
0.4437

（0.3268）
3.4917

（2.3350）
-0.9214*

（0.5212）
11.8762

（7.5445）
-0.2760

（0.2106）
0.2173

（0.1501）

-25.7323
（14.7585）

控制

控制

3766
/

3.门槛效应检验

表 4的回归结果表明科技创新投入对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有负向调节作用，但调节效应模型分

析的是变量的线性交互关系，如果科技创新投入只有负向调节作用，那么科技创新投入就没有意义，

①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正向影响也通过了2SLS法和系统GMM法的检验，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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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与现实不符。于是进一步地，本文引入可以分析非线性关系的门槛效应模型，参考Hansen
（1999）关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将科技创新投入作为门槛变量，探究调节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

质量的科技创新投入的具体门槛，构建如下模型：

QUAit = β0 + β1ERit × I ( ISTI ≤ θ1) + β2ERit × I (θ1 < ISTI ≤ θ2)
+β3ERit × I (θ2 < ISTI ≤ θ3) + β4ERit × I ( ISTI ≥ θ3)+β5Xit + 固定效应 + εit （8）

此外，为进一步证实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无非线性关系，将环境规制自身作为门槛变

量，构建如下模型进行门槛效应检验：

QUAit = β0 + β1ERit × I (ER ≤ θ1) + β2ERit × I (θ1 < ER ≤ θ2) + β3ERit ×
I (θ2 < ER ≤ θ3) + β4ERit × I (ER ≥ θ3) + β5Xit + 固定效应 + εit （9）

其中，I (·)为示性函数，θi表示待估门槛值，βi表示各变量的系数，其余变量及符号与之前模型

相同。

表6 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投入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ER

ISTI

门槛数

单门槛

单门槛

双门槛

三门槛

门槛值

1.2270
2.7017**
2.8949
0.3021
2.1993

F值

16.0300
31.8700
31.8700
12.3700
3.2400

95%置信下区间

1.1892
2.4687
2.5659
0.2982
2.1828

95%置信上区间

1.2387
2.7262
2.9130
0.3061
2.2181

使用Bootstrap法 400次计算得出表 6中的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投入门槛估计值和表 7中的门槛

回归结果。表 6显示，环境规制自身不存在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不存在非线性关系。

科技创新投入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 2.7017。当科技创新投入小于等于 2.7017时，环境规制可

以显著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当科技创新投入大于 2.7017时，环境规制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科技创

新投入强度的不同使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产生非线性影响，假设 3得到验证。0.7197大
于-0.0091的绝对值，且正向作用显著，负向作用不显著，说明科技创新投入促使环境规制正向影响

经济发展质量时的效果比负向影响时的效果更明显。科技创新投入的平均值为 1.4090，图 1显示当

前我国大多数城市的科技创新投入水平在门槛值以下，这也使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整体呈积极

影响。

图 2-图 5是我国四大区域的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投入的散点图，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产生区域

异质性的原因。从图中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的科技创新投入水平较高，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城市的创

新投入在 2.7017之下。中部、东北与西部地区大部分城市的科技创新投入都在门槛值以下，但是东

北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投入离散程度较大，科技创新投入对环境规制的作用相对较分散，环

境规制效果易受干扰从而无法发挥显著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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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科技创新投入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ER

FDL

IL

INFO

IS

ES

常数项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观测值

R2

门槛效应

ISTI≤2.7017

ISTI>2.7017
1.7472***
（0.2150）
-0.0323

（0.0212）
0.9465***
（0.1047）
0.0141*

（0.0084）
0.0111***
（0.0042）
10.2005***
（0.5196）

控制

控制

4035
0.3585

0.7197***
（0.0895）
-0.0091

（0.1434）

接着使用Bootstrap法 400次计算得到五大子系统的科技创新投入门槛值，结果如表 8所示，创

新、开放与共享系统存在科技创新投入的单门槛效应，协调与绿色系统存在双门槛效应。表 9是科

技创新投入对五个子系统的门槛回归结果。

对于创新子系统，当科技创新投入小于等于 2.6076时，环境规制系数为 0.0076，不显著；当科技

创新投入大于 2.6076时，环境规制系数显著为 0.2782。较高水平的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可以降低企业

自主创新成本，在环境规制的激励下，企业可以实现创新。

对于协调子系统，当科技创新投入小于等于 0.7678时，环境规制的系数显著为-0.0141，当科技

创新投入在 0.7678与 2.1743之间时，环境规制系数显著为 0.0231，当科技创新投入大于 2.1743时，环

境规制的系数显著为 0.0620。当科技创新投入水平较高时，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提供创新动力，并确保在进行环境规制有足够的资金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最终实现城乡和产业结构协调。

对于绿色子系统，当科技创新投入小于等于 0.2615时，环境规制的系数为 0.5154，显著；当科技

创新投入在 0.2615与 1.8499之间时，环境规制系数显著为 0.0646，当科技创新投入大于 1.8499时，环

境规制系数为-0.1898，显著。随着科技创新投入的增加，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质量之间呈现近似倒

“U”型的非线性关系。清洁能源的开发使用依赖于科学技术，但是技术创新并不只是绿色创新，投

入结构不合理、使用效率低下，使资源无法被充分利用，反而增加研发过程中的能耗污染环境。

··156



2023年第6期

表8 科技创新投入对五大子系统的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ISTI

被解释变量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门槛值

2.6076***
0.7678***
2.1743***
0.2615***
1.8499***
2.6698**
1.5803***

F值

64.0900
72.7400
26.5500
212.2400
70.2400
66.9700
42.6600

95%置信下区间

2.5734
0.7348
1.8206
0.2578
1.7238
2.5733
1.5159

95%置信上区间

2.6415
0.7713
2.1828
0.2651
1.8605
2.7017
1.5912

表9 科技创新投入对子系统的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ER

FDL

IL

INFO

IS

ES

常数项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观测值

R2

ISTI≤门槛1

ISTI>门槛值1

门槛1<ISTI≤门槛值2

ISTI>门槛值2

创新

0.0076
（0.0234）
0.2782***
（0.0375）

0.3091***
（0.0562）
0.0376***
（0.0055）
0.0201

（0.0274）
-0.0080***
（0.0022）
0.0024**

（0.0011）
0.9319***
（0.1359）

控制

控制

4035
0.1951

协调

-0.0141**
（0.0061）

0.0231***
（0.0066）
0.0620***
（0.0074）
0.0148

（0.0126）
-0.0018

（0.0012）
0.0241***
（0.0061）
-0.0155***
（0.0005）
0.00003

（0.0002）
1.9694***
（0.0303）

控制

控制

4035
0.7789

绿色

0.5154***
（0.0383）

0.0646***
（0.0244）
-0.1898***
（0.0310）
-0.0075

（0.0539）
-0.0221***
（0.0053）
0.1275***
（0.0263）
0.0159***
（0.0021）
0.0046***
（0.0011）
2.3120***
（0.1303）

控制

控制

4035
0.7865

开放

0.5741***
（0.0599）
-0.3221***
（0.1216）

1.1828***
（0.1825）
-0.1089***
（0.0180）
0.6613***
（0.0889）
0.0149**

（0.0071）
0.0050

（0.0036）
2.8735***
（0.4411）

控制

控制

4035
0.1628

共享

-0.0058
（0.0256）
0.1956***
（0.0319）

0.2684***
（0.0577）
0.0636***
（0.0057）
0.1168***
（0.0282）
0.0056**

（0.0022）
-0.010

（0.0011）
2.1774***
（0.1393）

控制

控制

4035
0.1626

对于开放子系统，当科技创新投入小于等于 2.6698时，环境规制系数显著为 0.5741；当科技创新

投入大于 2.6698时，环境规制系数显著为-0.3221。环境规制会促使部分外资企业使用先进技术，产

生“技术溢出效应”，一定力度的科技创新投入可以强化“技术溢出效应”，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而在较高的政府创新投入下，污染企业创新的成本低于寻找国外“污染避难所”的成本，会选择创新，

本国企业的创新产品可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由于关税成本的存在，国际贸易可能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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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共享子系统，当科技创新投入小于等于 1.5803时，环境规制系数为-0.0058，不显著；当科技

创新投入大于 1.5803时，环境规制系数显著为 0.1956。较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投入可以加快技术进

步，促进生活方式的转变，实现创新成果和资源共享。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 2005—2019年 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指标测算经济发展质量，

借助实证模型系统地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异质性问题，并从科技创新投入

视角进行深化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整体上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该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具

体而言，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可以显著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则对经

济发展质量无显著作用。城市行政等级差异不影响环境规制积极效应的显著性，但行政等级较高城

市的环境规制正向效应更大。

第二，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的影响存在差异。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激励创新、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缩小城乡差距以及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等途径，显著提高创新、协调和开放发展质量。

但环境规制对绿色和共享发展质量无显著的积极作用。

第三，科技创新投入对环境规制效果有调节与门槛效应，该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区域异

质性。科技创新投入会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积极影响，并通过各个子系统使环境规

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呈正向作用显著、负向作用不显著的“倒U型”关系。低于一定门槛值的科

技创新投入可以提高整体经济发展质量与绿色、开放发展质量，而高于一定门槛值的科技创新投入

可以提高创新、协调和共享发展质量。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积极影响。制定实施环境规制时，要综合考虑区域

经济发展差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避免“一刀切”。坚持系统观念和全局思维，遵循产业区域空间

关联规律，推行环境区域协同治理，抑制“逐底竞争”导致的污染区域转移。特别是正处于结构调整

攻坚期的东北地区，应当借鉴现有的环境规制经验并根据要素资源禀赋与所处发展阶段，制定并完

善能切实提高本地经济发展质量的环境规制政策，加快建立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合作平台，补足环

境规制价格手段的缺位，强化环保税的正向激励作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绿色低碳产业加

快发展，培育壮大先进高端产业，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正向效应。科技创新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利器，发挥好“创新补偿效

应”是有效实施环境规制的重要途径。加大绿色科技创新投入的同时，优化投入结构，提高基础研究

和基础应用研究的投入比重，促进低碳绿色相关技术的产出、转化、应用和推广。同时，加快要素市

场化配置“集成式”改革，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和环境治理法规，为科技创新发挥正向效应

持续释放提供良好的制度和市场环境。出台激励性财税金融政策，对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减排降耗效

果好的企业给予激励性产业、财税、融资、用地等政策倾斜，激发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推动企业逐

步实现绿色转型。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利用科技创新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放大科技创新对环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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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激励作用。

第三，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联动效应。通过环境规制引导经济活

动主体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实现发展动力转变，促进整体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但需要根据科技创新

投入的调节门槛效应，紧扣区域发展目标和阶段性需求，科学把握科技创新投入强度，提高创新投入

的效率，在实施环境污染防治的同时，实现绿色创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着力推动整体高

质量发展和绿色、开放发展的地区，要平衡好增加科技创新投入和保持环境规制正向作用的关系；着

力推动创新、协调和共享发展的地区，需要以较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投入推动环境规制对创新、协调和

共享子系统发挥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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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Regulation，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You Aiqiong Wang Mingke

Abstract：In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China‘s economy has changed from emphasizing economic growth and
neglec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academic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whether China’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omote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to reduce pollution，improve the environment，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and thu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due
to the uncontrollable cost and efficiency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ly sometimes impr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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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reover，the differences in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s，and resource endowments make this conflict hav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However，scientific and tech⁃
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improve the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production factors，which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ways to
solve the low efficiency of resources and is of great help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quali⁃
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
tal regulation，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269 cities from 2005 to 2019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index to measur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sing an empirical model，it analys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quality of Chi⁃
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regional and subsystem heterogeneity. And then，it explores the heterogeneity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the moderating threshold effect of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there is heterogeneity between regions and
subsystem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central，and western regions and sig⁃
nificant in the innovation，coordination，and openness subsystems.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moderating and threshold effects 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sults in an“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and in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which explains th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is regard，it is recom⁃
mended to speed up the filling of the lack of price instruments fo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to consider the differences in re⁃
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n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and to implement polic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
d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 Encourage increase and optimize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further im⁃
prove the innovation system and market environment，and introduce incentive fiscal and financial policies to stimulate the en⁃
thusiasm of enterprise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linkag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
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
velopment while implementing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ie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evention.
Key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
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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